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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上海在乡村建设领域推行了一系列促进政策，促进了

乡村发展和空间品质提升。然而，随着上海乡村多元价值的展现，乡村建设政策对于

“城市核心功能重要承载地、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战略空间”的更高要求依然支

撑性不足。同时，乡村建设政策在实际运行中依然面临难点，不仅影响各类乡村建设活

动的高效开展和乡村空间布局优化，也阻碍了发展要素流入乡村。从乡村建设政策的价

值生成入手，结合上海乡村建设中的实际案例，解析乡村建设政策运行在“建设前管控

约束—建设中部门协同—建设后运营维护”三个环节中存在的难点，归纳得出政策在

“在地适应、协调集成、机制支撑”等三方面的难点与价值生成困境。从价值认知、价

值协同、价值共识等层面，结合乡村规划体系构建、规划编制与实施工作提出困境消解

的路径。

Abstract: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Shanghai has introduced a series

of policies to guide rural development. While these policies have yielded significant

results, they remain insufficiently aligned with the evolving multidimensional value

of Shanghai's rural area, particularly in consideration of its designated role as "a criti‐

cal locus for the city's core functions and a strategic spatial resource for augmenting

urban capacity and core competitiveness". Concurrent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policies faces persistent operational challenges, hindering the efficient execution of ru‐

r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the optimization of rural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inflow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into rural areas. Adopting a value-generation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amines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of Shanghai and it identifies opera‐

tional barriers across three key phases: regulatory constraints in the pre-construction

phase,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during implementation, and operation and main‐

tenance in the post-construction stage. The challenges manifest as three primary diffi‐

culties: inadequate localization of policy measures, insufficient interdepartmental coor‐

dination, and weak institutional support. It outlines resolution pathways structured

around three value dimensions: cognition, synergy, and consensus. These pathways

are further operationalized through coordinated mechanisms embedded in the develop‐

ment,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tages of the rural plan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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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
2035年）》（以下简称“上海

2035总规”）明确提出，要将乡村地区

作为大都市空间和国际化大都市功能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上海主要

领导提出“从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的高度，深刻认识上海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意义”①。2022年上海进一

步提出了让乡村成为城市核心功能重要

承载地的战略要求。

为此，上海积极推进乡村建设政策

实施，在推动乡村空间格局优化、生态

环境保护和产业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

重要成效，但历史性陈疾仍在很大程度

上禁锢着乡村空间价值生成，乡村建设

政策运行也存在着明显局限性，亟待构

建更为系统化、集成化、支撑性的政策

体系，与之紧密相关的空间规划也应适

时创新突破，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 上海乡村建设发展的主要特征

及关键问题

1.1 乡村地区发展空间受限，建设用地

资源稀缺

上海2035总规明确了建设用地指标

上限。目前，上海乡村空间面积占市域

约 58%[1]，但根据上海 2035总规，城镇

开发边界外建设用地仅占建设用地总量

20%以内，截至 2022年仍需减量超过

200 km2[2]。由此揭示出上海乡村发展空

间非常稀缺，尤其是合法合规建设用地

更为紧缺，后者通常又最具经济潜力且

直接影响乡村地区发展。同时，上海还

将 150万亩部管永久基本农田的实际保

护面积提升至 202万亩，可以用于占补

平衡的耕地后备资源不足 30万亩[2]，可

以腾挪发展的空间非常有限。

1.2 空间品质明显提升，但发展要素导

入缓慢

通过多年来的环境整治和低效建设

用地整理等工作，上海乡村空间品质已

经明显提升，然而，空间建设对于发展

要素的吸引、多元功能的支撑依然不足。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其乡村地区

的资源优势显著。2022年上海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 80.13%，技术要素优势突

出；上海乡村在市场化服务上也拥有巨

大潜力，随着大都市圈发育日趋成熟[3]，
未来可预期服务超7000万人、人均GDP
超 2万美元的上海大都市圈潜在消费

群体[1]。
然而，尽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

有关部门明显加大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在

乡村地区发展的力度，乡村地区也出现

了田园办公、众创乡创等新功能，但发

展要素向乡村地区流入仍面临着很大障

碍，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明显。

1.3 空间格局逐渐优化，但系统性统筹

推动仍然艰难

乡村的新发展带来了新的空间需求。

无论是现代农业发展，还是新产业新业

态培育、新发展要素导入，不仅需要建

设用地指标的及时供给，还往往需要成

片空间格局的调整及联动优化。

然而，乡村空间受制于分部门精细

化管控，系统性的空间格局优化不仅需

要协调各类管控红线，遵循各部门的程

序要求，还需要避让农时实施，使得现

状用地腾挪和布局优化工作历时长、程

序复杂，因此，维持现状空间格局的情

况较为普遍，用地斑块零散、空间布局

欠佳、空间利用低效的问题难以有效应

对，空间格局难以优化也进一步限制了

乡村空间价值的生成。

2 价值生成视角下上海乡村建设

政策发展的主要特征

乡村建设政策是个宽泛的概念，本

文聚焦直接干预乡村空间发展、指导乡

村建设行为的政策项目。从上海来看，

涉及规划资源部门、农业农村部门、住

建部门、绿容部门、水务部门等诸多相

关条线部门，涉及空间资源的配置、各

类建设行为的引导和资金支持等诸多

方式。

近年来的上海乡村建设政策，随着

国家政策导向，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演化

进程，乡村空间价值认知也发生明显变

化。以2012年前后几年为标志，上海乡

村建设进入了积极应对城镇化和农村工

业化带来的种种冲击的新阶段，主要关

注修复生态环境、改善人居环境品质和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等层面，乡村空

间价值认知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服务农业

生产、建设用地指标要素供给等方面。

党的十九大后，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的推动下，上海乡村建设的政策项目

更加丰富，对乡村空间价值认知也发生

了深刻变化：指出乡村地区是“超大城

市稀缺资源”“城市核心功能承载地”，

并提出彰显乡村的“经济、生态、社会、

文化”价值（图1）。
本节从价值生成视角，总结新阶段

上海乡村建设政策的如下方面特征。

2.1 “降本—增效”：上海乡村建设政

策的价值生成导向

公共政策的终极目标是创造公共价

值[4]。价值作为人类社会中一种普遍的基

本关系，体现了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5-6]，
乡村的价值在乡村能为人类社会提供的

产品与服务中体现。在城乡等值等理念

的影响下，乡村多元价值正在逐渐扩大

共识[7]，涵盖了经济、生态、社会、文化

等各方面[8-9]。
乡村建设政策在价值生成方面则可

以归纳为两个主要途径，即“降本”与

“增效”。乡村建设政策通过调节乡村建

设中要素的供给数量、供给方式、利用

方式，以及调整对乡村建设主体的建设

行动约束，包括许可和技术规范的调整

等，直接影响乡村建设的方向和过程，

从而或通过降低不确定性和负外部性来

降低建设及运行的成本，或促进建设活

动 、 提 升 空 间 利 用 效 率 和 使 用 价

值（图2）。
乡村建设政策能否达到价值生成的

目标，则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协调作用。

其一，公共政策价值生成的“情境性”

特征[4]，要求政策的价值导向适应其所在

的背景环境，具有在地性；其二，政策

的执行能力，包括政策工具协调运作能

力、资源整合能力等，是价值生成的保

障；其三，稳定的政策支持网络和机制

设计是价值生成的基础，包括充分的社

会信任、多元主体支持等。

2.2 “底线—发展”价值权衡：上海乡

村建设政策价值生成的背景环境

随着大都市乡村承载多元功能的趋

势，上海乡村的关键价值不仅包括生态

基底稳定、农业生产保供与粮食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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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价值，还包括作为“提升大都市核

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的发展价值：日

趋多样的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带来的

经济价值，“沪派江南”传统风貌格局中

蕴含的美学与文化价值，等等。

从传统认知来看，保护乡村的生态

环境、传统肌理和历史人文资源，常意

味着对各种新变化保持拒斥的姿态，然

而乡村价值的生成又迫切需要来自外界

与内部的发展与改变。因此，如何在保

障底线价值的基础上，叠加和合理优化

空间格局，推动乡村建设发展，实现底

线价值与发展价值的平衡共荣，是乡村

建设实现可持续的价值生成的关键，也

因此必然对多部门乡村建设政策协同提

出迫切要求。

2.3 “规制—激励—象征—能力建设”

协同：上海乡村建设中的政策工具运行

多类型政策工具的组合运作是上海

乡村建设政策运行的基本特征，不同政

策工具间的有效协同则是乡村建设政策

执行能力的制度保障[10]。参考施耐德—

英格拉姆模型[11]将上海乡村建设中的政

策工具分为规制工具、激励工具、象征

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等四类（表1）。

图1 上海乡村建设政策发展历程
Fig.1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Shanghai

图2 上海乡村建设政策的价值生成示意
Fig.2 Illustration of value generation in Shanghai's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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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工具通过强制约束来规范乡村

建设中的行为，主要集中在用途管制与

建设管理相关领域；其他三类工具则往

往以组合形式在乡村建设的各个方面发

挥作用，包括空间格局优化、农田建设

与农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风貌保护

与文化传承，等等。激励工具大多由不

同涉农部门设置，通过补贴、奖金、优

惠政策等方式引导乡村建设工作开展；

象征工具通过导则引导、宣传等价值观

引导的方式塑造认识和行为模式；能力

建设工具通过教育、培训等强化相关人

员的专业能力。整体呈现“规制工具守

护底线—激励工具引导发展—象征工具

建立共识—能力建设工具促进长效可持

续发展”的多部门政策组合运行特征。

此外，乡村规划体系在上海乡村建

设政策运行中具有重要的整合作用。乡

村规划体系集规划编制、规划管理、行

动机制等于一体[12-13]，不仅构成了所有

乡村建设活动的依据，也是传导乡村建

设政策价值理念的载体、将价值导向落

实到空间层面的核心工具，发挥了基石

作用。

2.4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上海乡村建设

政策运行中的支撑网络

上海乡村建设政策的运行与价值生

成，其基础是由政府部门、国企等引领，

镇村集体、社会主体等多元主体共同参

与的支撑网络。

随着上海乡村价值的逐步彰显，乡

村建设参与主体不断增加，为乡村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城市发展要素流

入和城乡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标志。目

前在上海乡村中，村集体入股分成、社

会资本与镇集体成立合资公司，引入第

三方进行整村运营等创新探索不断涌现。

多元主体介入，不可避免地冲击着

数十年来已经成型的“村集体做主”的

固有管理模式，也迫切要求乡村建设政

策进一步完善建设相应的收益分配和长

效运维机制。

3 乡村建设政策的价值生成困境

尽管既往的建设成效有目共睹，上

海乡村建设政策在实际运行中依然存在

掣肘之处。主要从在地适应、协调集成、

机制支撑三个方面，对乡村建设政策在

建设前、中、后的价值生成困境进行

解析。

3.1 建设前管控约束：弹性适应不足，

影响要素流入乡村

建设前要素供给阶段，上海乡村建

设政策中的规制工具发挥主要作用，其

高规范性、高严格性的特征守护了乡村

空间资源的底线价值，但存在“城市管

控要求下乡”“调整错失农时”等现象，

对于乡村建设活动形成了明显约束，高

约束和不确定性限制了“增效”可能。

其一，在管控要点上，部分管制内

表1 上海乡村建设中的主要政策工具
Tab.1 Policy tools in Shanghai's rur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政策领域

用途管制
与建设管理

村庄整体
建设发展

空间格局优化

农田建设
与农业发展

新产业
新业态
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

风貌保护
与文化传承

人居环境改善

工具类型

规制工具

规制工具

规制工具

规制工具

规制工具

规制工具

规制工具

规制工具

规制工具

激励工具

象征工具

能力建设工具

激励工具

激励工具

激励工具

激励工具

激励工具

激励工具

激励工具

激励工具

激励工具

激励工具

激励工具

激励工具

激励工具

激励工具

象征工具

象征工具

激励工具

激励工具

激励工具

象征工具

政策项目名称

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及其他各级国土空间规划

《乡村规划土地意见书》颁发

农转用批文与供地批文下发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颁发

《施工许可证》颁发

开工放样复验或备案

竣工规划资源验收

竣工验收

《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登记证明》颁发

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
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

“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创建

村庄设计引导

乡村责任规划师制度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建设

农民相对集中居住项目

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

区级整理复垦项目

高标准农田建设

设施菜田建设

现代农业设施片区试点建设

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

乡村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整治

水美乡村试点建设

河道整治（含开河）

林地建设

“沪派江南”风貌保护传承行动试点建设

郊野乡村风貌规划设计和建设引导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乡村社区生活圈项目

农村道路建设项目（“四好农村路”道路大中修）

美丽庭院“小三园”建设

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工作引导

主管部门

规划资源部门

规划资源部门

规划资源部门

规划资源部门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规划资源部门

规划资源部门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规划资源部门

农业农村部门

规划资源部门

规划资源部门

规划资源部门等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规划资源部门

规划资源部门

规划资源部门

农业农村部门

农业农村部门

农业农村部门

农业农村部门

农业农村部门、规划资源
部门、发展改革委等

水务部门等

水务部门

水务部门

绿容部门

规划资源部门

规划资源部门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规划资源部门

交通部门

农业农村部门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农业
农村部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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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缺乏对于农村建设实际的适应性，也

缺乏对于乡村发展新趋势的响应。一方

面，直接将城市开发边界内的管控思路

移植到乡村地区，出现了在开阔田野中

照搬建筑退线、绿地率，甚至对于临河

临水塘乡村建筑依然硬性要求设置消防

水池等现象，以及在点状供地涉及的建

设审批中仍然提出建筑密度、容积率、

停车位配置等要求，造成无谓的建设成

本提升；另一方面，忽视乡村地区更为

复杂多样的基础条件，例如乡村地区大

量具有传统风貌特色的民居都是砖木结

构，按照现行规范属于危房且存在消防

隐患，导致公共资金和社会资本都很难

投入这些建筑的保护整修和再利用中，

不仅难以通过空间活用来产生经济价值，

甚至难以干预这些传统建筑日渐老化损

毁的进程，造成文化价值的流失。

其二，在管控实施上，管控刚性强、

弹性适应不足，加之建设审批管理流程

复杂且缺乏清晰度，导致发展要素导入

艰难，不确定性很大。一方面，乡村建

设虽往往投入不大，却“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涉及各个条线的管控，叠加各

条线管控要求后，在空间上形成了多重

约束，建设举步维艰。以XH村（图 3）
为例，在叠加了基本农田、纳入管理的

水面、造林图斑、减量化地块、仍在时

限范围内的财政投入项目等管控要素后

可以发现，不仅可以调整的空间非常有

图3 XH村的规划条件叠图后出现的图斑冲突
Fig.3 Planning conflicts revealed through the overlay of planning specifications for XH Village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相关项目资料（注：叠图时间为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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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仅有的适宜调整空间也因为占补平

衡和补划方案等要求，需要进行复杂的

多部门协调，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明显加大了调整难度。另一方面，在审

批管理流程上，城市中精细化、高综合

性、高复杂度的管理体系延伸到乡村地

区，加之涉及的相关部门大多不熟悉乡

村建设类项目的操作，时间周期明显延

长，容易贻误宝贵的乡村建设窗口期。

以XH村乡村集体建设用地项目实施中涉

及的手续办理流程为例，尽管规划调整

已走实施深化这一较为快捷的通道，并

得到各方的充分支持，从规划调整到项

目手续办理的整个流程依然超过了一年，

在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的背景下，时间

表极为紧迫。乡村建设项目有限的收益

预期，与建设审批中较大的不确定性，

直接影响了大多社会主体的参与积极性，

阻碍了发展要素流入乡村的进程。

3.2 建设中部门协同：集成整合不足，

限制多元价值统筹

上海乡村建设政策具有多工具、多

部门政策组合运行的特征。一个村庄的

建设，往往涉及不同建设领域、不同部

门的多项政策项目，通常需要在各条线

部门分别完成申报及审批，项目实施、

资金下达和工程验收等工作也分条线分

别操作。部门分工精细固然强化了专业

性和规范性，但也客观上带来了空间统

筹和管理集成不足等问题。

在空间统筹方面，跨部门、跨地类

的建设投入整合难度大，限制了空间布

局优化的效益最大化，也影响了农业生

产、生态保护等多元价值的统筹协同，

空间“增效”有限。一方面，各部门建

设项目难以突破地类限制进行，导致建

设难以联动，从而无法产生规模效益与

集成效益。例如：投入巨大的生态清洁

小流域综合整治工程仅能基于现有河道

进行清洁、疏通工作，但由于蓝线或者

耕地保护等限制，难以实施水系沟通、

断头浜治理等内容，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水系不畅问题；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尽

管可以推动项目区域内的永久基本农田

集中，但是无法针对蓝线和建设用地布

局进行优化，导致田、水、路关系不能

达到最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状态；目前

有大量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的耕地面积

较小、形态破碎、分布零散，不能适应

现代农业生产的需要，调整的路径较为

有限。另一方面，“先建设限制后建设”

的掣肘现象广泛存在，例如：某村由于

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整治实施在前，后

续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不能对小流域覆盖

的田间水系实施填埋复垦，耕地集中连

片程度未能实现最大化；尽管该项规定

的初衷是防止资金重复投入，但在实际

运行中，由于不适应乡村持续发展的现

实情况，产生了消极作用。

在管理集成方面，条线分割式的管

理方式增加了建设的人力物力成本。以

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为例，两个政策项目的主管部门都针对

工程方面进行了具体技术规范约束，但

对于协调跨部门的田、林、水等空间要

素统筹配置方面均没有规范指导，由于

缺少完整生态系统层面的统筹，原本的

生态化治理目标很难达到高标准。目前

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虽然以镇为单位，

然而“渠道不变、各负其责”的资金投

入模式使得各镇的优化空间非常有限，

缺乏具有权威性的牵头部门，使得不同

部门项目间的进程协同非常困难。加之

现实中的部门间信息壁垒，都进一步加

大了管理集成的难度。

系统性的空间布局优化与地类整合

利用，是紧约束条件下实现空间“增效”

与价值生成的重要途径。尽管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已经进行了全域全要素统筹的

积极探索[14]，但试点项目有限，没有该

试点建设的村庄要实现跨越地类限制进

行布局优化依然比较困难。一旦从试点

转入普遍推广，如果缺乏机制上的紧跟

调整，甚至可能进一步扩大部门协同不

力的负面作用。

3.3 建设后运营维护：机制塑造不足，

制约长效价值彰显

上海乡村建设政策的运行中，不仅

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的协调配合，还需要

依靠镇村集体、社会主体等的主观能动

性和支持。良好的机制塑造有助于调动

各方主体积极性，形成稳定的政策支撑

网络，奠定政策价值生成的基础。上海

乡村建设政策运行多年来，在乡村空间

中凝结了大量资源投入，然而，由于长

效运维机制设计及权责对等的收益分配

机制设计相对不足，同样存在其他地区

常见的建设成果逐渐褪色的问题。

建设后的长效运维机制设计是实现

长期空间“增效”的关键。一方面，上

海乡村现行的各类建设类政策项目，总

体上对于项目建成的运营成效缺乏必要

的监督机制，导致部分村出现“只求建

成、不求绩效”的倾向，在建设过程中

以应对验收作为主要任务，村集体自身

的发展能动性并未充分发挥，未能深入

思考策划，导致建设成果无法真正投入

使用、实现价值生成。另一方面，政策

设计中普遍更注重物质建设，而相对忽

视导向持续增收的机制设计，依然未能

实现从“政策输血”到“自我造血”的

转变。针对 1—5批乡村振兴示范村的调

研发现，尽管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了大

幅提升，中位数上升至 200余万元，但

仍然有部分村庄出现营收不足，“增效”

幅度难以覆盖创建后的运维支出现

象（表2）。
权责对等的收益分配机制是调动主

体积极性的关键，通过机制塑造发挥其

表2 上海市部分村在实施某项村域政策项目后的年运维费用变化情况
Tab.2 Changes in annual maintenance costs of selected villages in Shanghai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a policy project

村名

LM村

BG村

HM村

HQ村

WZ村
XY村

HQ2村
SY村

年运维费用变化情况

增加到100万元左右

增加到100万—200万
增加到140万元左右，主要由村集体承担

增加到100多万元

增加到100万元左右

增加到80多万元

增加到30万—40万元（比之前高10万—20万元）

增加到400多万元（以前为200多万元）

主要增加开支的部分

绿化养护工程，基础设施维护，长效保洁等

绿化环境养护

日常维护

绿化维护费用增加最多，还有路面、河道清洁等

绿植维护

林地、绿化养护

日常维护

风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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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保障—责任约束”的双重作用，是

乡村建设可持续实现价值生成的关键。

目前，镇集体、村集体、企业社会主体

共同投资的情况日益普遍，然而成熟的

相关机制设计明显滞后，背后隐藏着国

有或者集体资产是否流失等一系列隐忧，

有时造成政府及集体宁愿规避责任也不

积极谋求发展，而社会主体也担心不明

晰的产权界定给自己带来损失而裹足不

前。在TW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的

调查中发现，由于项目建设经费来自镇

级政府，项目产权归属政府，日常管理

也由政府承担，村集体获得土地和房屋

租金，但在招商、运营管理等方面没有

话语权，后续出现日常维护经费明显过

高，而村集体又缺乏参与日常维护的积

极性等问题，建设成果“增效”有限。

在权益保障的基础上，强化责任约束也

同样重要：部分村集体或村民价值共识

不足，缺乏对长远价值的认识，一旦项

目收益提高，部分村民便频频要求提升

租金，并以收回土地为筹码谈判，给项

目经营带来诸多困难和不确定性。

近几年来，上海乡村建设政策中已

逐步加强对于村集体增收、风气培育等

软性价值的重视。必须尽快改变“重建

设投入，轻后续运维”的思想，加快乡

村建设价值生成的评价机制构建，进而

推动适应不同场景的多元化参与机制及

相关规章的建设。

4 面向乡村建设政策价值生成的

规划响应

乡村建设政策的价值生成过程中，

乡村规划也需要适应性创新，发挥促进

价值生成的作用。仅从规划专业的视角，

提出如下方面的响应建议。

4.1 深化价值认知，强化乡村规划的在

地适应性

强化规划在乡村价值认知方面的作

用，在深刻认知乡村在上海国际大都市

建设中的独特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认

识到乡村空间与城市空间的显著差异性，

包括保障农业生产和稳固生态基底两个

基本作用，以及提供差异化的核心功能

承载空间作用等。具体而言，应当着重

加快推进如下方面工作。

其一，在规划行动上，针对乡村地

区空间资源权属复杂等状况，结合国家

赋予规划资源部门的权责，以及规划建

设的进程，加快推进产权梳理，以及生

物物种、景观、历史及民俗文化等的资

源调查及评估工作，深化对乡村空间背

后的“文化基因”与内涵的理解[15]，并

在规划设计中延续发扬。

其二，在充分认识到乡村空间价值

的基础上，还需要积极推动保护与提升

乡村空间价值方面的相关行动。尤其在

相关规范体系的建设中，应当充分认识

到乡村与城市在建设密度、肌理形态上

的明显差异，由此完善相关规范要求，

既要避免简单将高密度建成环境的相关

建设规范延伸到乡村地区，也要避免人

为造成规范层面的新城乡二元现象。

4.2 促进价值协同，加强乡村规划的统

筹协调作用

在价值协同层面，政策运行中的部

门统筹困难体现了现阶段乡村建设中的

价值协调挑战。各部门重视自身条线的

“底线管控要求”，是“守土有责”的现

代行政制度惯性与乡村地区建设实践的

多元价值复杂性之间矛盾的反映。空间

的“唯一性”和“集成性”，使得规划资

源部门以空间来统筹不同部门管控要求

具有了必要性。

其一，在规划体系上，充分认识乡

村地区在农林水等地类空间上的明显尺

度差异和特定使用方式，以及现行分部

门管理的体制特征。既要避免以往的规

划虚无论再起，认为乡村地区不需要编

制统筹的空间规划；也要避免将简单问

题复杂化，譬如精细化的地类划分甚至

地块划分等，导致乡村地区的规划体系

过于繁复，明显提高从规划编制到实施

管理的成本。在确保空间秩序和由上而

下关键管控要求传导的同时，留足不确

定发展诉求的弹性[16-17]。为此，需要加

深对于乡村规划的两个重要功能——

“现状用地用途管制”和“未来发展导

向”间的关系认知，避免将本应弹性灵

活的导向性内容落实成刚性约束。应从

乡村建设的本底条件与管理特征出发，

在强化“现状用地用途管制”底线性的

耕地保护、生态空间等要求外，对于各

类建设用地实施总量控制规模、保留布

局弹性的措施。

其二，在规划实施过程中，积极对

接建设涉及的各政府部门，充分听取建

议，以实现规划对于多元价值的统筹整

合。在空间底板层面，以村庄规划编制

为平台整合建设“一张底板”，并促进

“一套底数”“一套标准”在条线部门间

的共同使用与动态更新，进而促进政府

各部门间协作的协同性提升；在空间利

用层面，肩负起对于乡村中各类国土空

间要素进行资源统筹的责任，面向整体

目标与长效价值，积极与各条线部门进

行对接，协调不同政策项目标准与要求，

提议项目整合集成方式及资金统筹利用

方式，寻求整体时空观上最大化价值生

成的“可能最优解”。

4.3 强化价值共识，注重乡村规划的机

制衔接

在价值共识层面，过去对于乡村建

设中的价值共识培育、价值共享机制设

计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物质建设“硬

件”与机制塑造的“软件”不适配的现

象。强化乡村规划与机制的衔接，需要

强化乡村规划在达成共识、进而维护共

识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一，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应高度

重视动员和协商工作，调动乡村建设中

的各方积极参与、共谋发展，需要深入

村民听取发展意愿，也要充分尊重社会

主体的意愿；在空间规划中，应促进规

划编制实施与政策运行的协同[18]，促使

规划工作者从“绘图人”到“经理人”

的定位转变。

其二，强化规划过程的长效性、开

放性、可持续导向，凸显规划在帮助村

庄谋划长期发展路径、可持续增收的运

维机制方面的作用，思考如何利用空间

载体实现价值生成与可持续发展，并积

极协助村集体寻求相应的政策路径。近

年来出现的“乡村规划师”“陪伴式规

划”等，更应当在此过程中体现出乡村

规划工作的价值所在。

5 结语

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乡

村地区正在经历走向先规划后建设的新

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乡村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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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生成指明了方向，超大城市的独特

性，使其必然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和发挥乡村建设政策的价值生成作用方

面走在时代前列。

规划资源部门及乡村规划可以在乡

村建设政策的价值生成方面作出多个层

面的积极贡献，而这无论对于规划工作

者还是规划业界而言，都意味着深刻的

变革。

首先，需要积极推动原本主要局限

在高密度建成环境的相关规划编制和实

施管理规范在乡村地区的适应性调整，

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区分高密度建成环境

与低密度建成环境的规范条款，进而实

现在相关规范方面的城乡统筹；其次，

在规划工作目标上，固然需要坚守底线

管控思维，但更需要强化促进价值生成

的思维，变“限制发展”为探求“合理

长效发展”；再次，在规划方式上，需要

建立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协商性规划

编制和实施管理机制，倡导、协商、沟

通将成为乡村规划工作的主要方式，而

弹性和包容性将成为乡村规划编制和管

理中的突出特点；最后，乡村规划工作

者，也因此在角色和工作方式上发生重

要转型，“陪伴式”协助各方在发展的过

程中实现行动协同和共同谋求价值实现。

在本文成文过程中，得到了上海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委员会、

水务局水利事务中心、各乡镇政府的各

位领导与专家的大力支持，以及上海同

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各位同

事的诸多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① 来源于2018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在青浦

区朱家角镇举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场推

进会上时任市委书记李强的发言。https:

//www. shanghai. gov. cn/nw44745/

20200824/0001-44745_13257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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